
2011年第 1期
（总第 125期）

敦煌研究

DUNHUANG RESEARCH
NO. 1. 2011

TOTAL 125

收稿日期：2009￣11￣10
作者简介：杨发鹏（1972— ），男，甘肃省临洮县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

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

在全国佛教中的地位

———以僧尼人口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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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佛教在全国有着重要地位，但事实究竟如何？ 本文通对当时敦煌

僧尼人口与全国其他地区僧尼人口的比较，来探讨敦煌佛教在全国的真实地位，并分析造成人们对当时敦煌佛教在全国

地位认识过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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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of Dunhuang Buddhist Society in station
Buddhism during Later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center on the monastery population

YANG Fapeng
（The College of Law and Administration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Xinjiang 832000）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Dunhuang Buddhism has enjoye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eart of
Chinese in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 but what is the fact? And how it was happens? This article
tries to study and clarified Dunhuang Buddhism's real status in the national Buddhism by making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Dunhuang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population to other places in China at that time, and ana-
lyzed reason why come the idea of Dunhuang Buddhism stutus high than other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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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晚唐五代时期敦煌
地区的佛教评价甚高， 佛教在全国占有独特而重
要的地位。 诚然，古代敦煌地邻西域，是汉地接受
佛教最早的地区之一， 它也的确创造了辉煌灿烂
的佛教文化，在世人心目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然
而，具体到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佛教是否如世人
认知的那样辉煌而重要？ 它在当时全国佛教中的
地位究竟如何？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当时僧尼人口
的研究来了解它的一个侧面。
对于历代全国僧尼人口，史籍的记载不多，对

于各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记载更如凤毛麟角，这给
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幸运的是，敦煌
文书中却保存着敦煌及其他一些地区僧尼人口的

信息，有赖于此，我们才能得知当时敦煌及其他一
些地区僧尼人口的真实数据， 并以此为据蠡测当
时敦煌佛教在全国的地位。

一 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

日本学者藤枝晃 ［1］、池田温 ［2］、国内学者唐耕
耦［3］、郑炳林 ［4］等先生曾经利用敦煌文书对吐蕃、
归义军时期（786—1036）的敦煌僧尼人口做过研
究，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由于这些记载僧尼名籍
的卷子许多残缺不全， 所以仍然有许多问题如某
些卷子的年代、 僧尼数量等前人还没有完全搞清
楚，他们以前得出的结论有些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所以也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1. 吐蕃统治时期（786—848）敦煌地区的僧

尼人口

786年， 吐蕃占领敦煌，848年张议潮领导瓜
沙民众推翻吐蕃统治， 吐蕃统治敦煌的时间大约
为 60多年。 这一时期，在吐蕃政权的保护和扶植
下，敦煌地区的佛教迅速发展。
吐蕃统治敦煌初期， 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规

模较小，根据敦煌文书 S.2729《吐蕃辰年（788）三
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辨牒》［3］的记载，沙州有寺院
13 所，僧 139 人，尼 171 人，僧尼合计 310 人，其
中永安寺有僧 11人，大乘寺有尼 44人，普光寺有
尼 47 人。 该件文书写于吐蕃占领敦煌的第三年
（788 年），是敦煌僧尼人口的最早记载，也是僧尼
籍中最为完整的一件， 它对于每一寺院僧尼的姓
名、各个寺院的僧尼数、僧尼总人数都有明确的记
载。

S.5676 《沙州诸寺僧尼数》［3］ 没有年代的记

载，记有寺院 15 所，比前件文书少了乾元寺与潘
原堡，但又多出了永康寺、莫高窟、安国寺、圣光寺
4 所。 或许乾元寺与潘原堡并没有消失，只是变
换了名称成为后面多出来四所中的两所。寺名与
S.2729 中相同的，有的人数增加了，有的人数减
少了。 但这 15所寺院僧尼合计 427 人，比前件文
书的总数多了 117人，总体上有所增长，增幅约为
38%。 这个僧尼总数、增幅与后面将要谈到几件文
书的总数、增幅相比较，变化不算太大，因此可能
仍为吐蕃初期的统计， 它比 S.2729 的年代（788）
要晚一些。
吐蕃统治中期， 关于僧尼人口的籍薄大都残

缺不全，只能看到少数几所寺院的僧尼人数，从中
大致可以看出敦煌僧尼人口增长的情况。 P.5579
《吐蕃酉年（805）大乘寺寺卿唐迁进具当寺应道场
尼六十二人牒》［3］载大乘寺有尼 62 人；S.545 背 1
《吐蕃戌年（806）永安寺僧惠照具当寺应管主客僧
名数状》［3］载永安寺有僧 36 人；P.3600《吐蕃戌年
（806）普光寺等具当寺应管尼数牒》［3］载普光寺有

尼 127人。上述三件文书的年代都有明确的记载，
一件为 805年，另外两件为 806年，时间间隔仅有
一年。为了后面计算的方便，我们把它们都看作是
公元 806年的抄件。 大乘寺尼数比公元 788 年的
44 人增加了 18 人，增长幅度为 41%；永安寺僧数
比公元 788年的 11人增加了 25人， 增长幅度为
227%；普光寺比公元 788年的 47人增加了 80 人，
增长幅度为 170%。 三所寺院的平均增长率为
146%。 若以 146%的增长率计算，到吐蕃中期（806）
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应在吐蕃初期 （788 年）310
人的基础上增加到大约是 762 人。 若以 P.5579、
S.545 背 1、P.3600 三件文书中的数字与 S.5676
文书中相同寺院作比较，大乘寺增加了 1 人，增幅
为 0.16%，永安寺增加了 19人，增幅为 111.7%，普
光寺增加了 70 人，增幅为 122.8%，三所寺院的平
均增幅约为 78%。 若以 78%的增长率计算，S.5676
中的 427人到吐蕃中期应为 760人。 这个结果与
以 S.2729中数字计算的 762人几乎相同，因此我
们可以推定吐蕃中期（806 年）敦煌地区的僧尼人
口在 760人左右。
吐蕃后期敦煌僧尼人口，文书中没有记载，它

应当在原来基础上有所增加，到其统治末期，敦煌
地区的僧尼人口估计在 100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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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归义军时期（848—1036）敦煌地区的僧尼
人口

公元 848年， 沙州土豪张议潮乘吐蕃内乱率
众起义，赶走了吐蕃节儿，建立了汉族人领导的归
义军政权。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尼人口在原来吐蕃
僧尼人口的基础上持续增长。 S.2614 背《唐年代
未详（895？ ）沙州诸寺僧尼名薄》［3］前后均残缺不

全，前面可能缺失三所僧寺的人名与数量，后面虽
有缺失，但僧尼人口总数完整。该件文书载敦煌十
七所寺院有尼 693人，僧尼共计 1140人。
S.2669 《年代未详 （865—870）沙州诸寺尼

籍》［3］215-228亦前后残缺不全，其中仅载有大乘寺有
尼 209人，圣光寺有尼 79人。 该件文书中大乘寺
与圣光寺尼的人数比 S.2614 背中同两所尼寺的

人口又有了较大增加， 根据这一时期敦煌僧尼人
口逐步增长的事实，S.2669 统计的年代应当在
S.2614 背之后，然而唐耕耦先生将此件文书时间
定为 865—870 年恐怕有问题，它至少也应在 921
年以后。 S.2669 中大乘寺尼的人数比 S.2614 背
中同一寺院的 173 人增加了 36 人， 增长幅度为
20.8%，圣光寺比原来 49 人增加了 30 人，增长幅
度为 61.2%，两寺的平均增长率为 40%。 如果以平
均 40%的增长率计算，S.2669 中的僧尼人口将要
在 S.2614背中 1140人的基础上增加到 1596 人，
也就是说该件文书中僧尼总人口在 1500—1600
之间。 这个数字可能就是曹议金统治末期敦煌的
僧尼人口。 郑炳林先生根据 P.2704《后唐长兴四
至五年（933—934）曹议金回向疏》中时任归义军
节度使的曹议金的两次斋僧人数， 推测当时敦煌
有僧尼人口 1500到 1600左右［4］。 该件文书记载，
长兴四年十月九日曹议金举行的一次法会上就

“斋僧一千五百人供，度僧尼一七人”；到长兴五年
五月十四日法会中，“请大众转经一七日， 设斋一
千六百人供，度僧尼二七人”［5］。 看来郑先生的这
个推断是可信的，同时也可以推断 S.2669 号文书
的统计年代当在曹议金统治敦煌末期， 即公元
935 年左右，唐耕耦先生所定的公元 865—870 年
是缺乏根据的。
郑先生还根据莫高窟第 469 窟中的墨书题

记， 推断到曹元忠时期， 敦煌地区的僧尼规模从
1600人增加到 2000人左右［4］。这条题记曰：“府主
太保就窟上造两仟仁（人）斋，广顺三年岁次癸丑
八月十五日。 ”［6］广顺三年为公元 953 年，时任归

义军节度使者为曹元忠。根据 P.2704号文书的记
载，曹议金在长兴四年的法会上度僧 17 人，在长
兴五年的法会上度僧 25人，平均每年度僧 22 人。
广顺三年（953）距长兴五年（935）一共 18年。若以
每年度僧 22人计算，这 18年共度僧 396 人，也就
是说这 18 年在长兴五年（935）年 1600 人的基础
上又增加了 396人。以长兴五年的 1600人再加上
396人，可以计算出广顺三年（953年）的僧尼人口
为 1996人，这一数字与莫高窟第 469 窟的墨书题
记中曹元忠斋僧 2000人的大体吻合，根据当时敦
煌地区僧尼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 到曹元忠时期
达到 2000人是有可能的。
当然这个数字应该是敦煌地区僧尼人口的最

高记录， 此前及以后的文献中再没有出现过比这
个数字更高的记录。

二 敦煌地区僧尼人口与全国

其他地区僧尼人口的比较

全国各地僧尼人口的具体数据， 史籍中记载
很少，敦煌文书 S.529v《诸山圣迹志》保存了一些
这方面的记载。 尽管文书记载不全以及卷子尾部
残缺， 一些州府和佛教名山的僧尼人数我们无从
知晓， 但它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晚唐五代史
籍中关于各地僧尼人数记载的缺憾。 这件文书中
记载了五台山、 抱腹山等 18 座佛教名山以及太
原、幽州、定州等 17州的寺院数量与僧尼人数，是
我们赖以与敦煌地区进行比较的珍贵资料（表1）。

表 1 S.529v 关于各地僧尼数量记载

山名、州名 僧尼数量 山名、州名 僧尼数量

五台山 3000 邺都 7000
抱腹山 300 沧州 2000
第三盘山 1000 舒州 300
庐山 1000 黄州 300
峨嵋山 1000 蕲州 100
投子山 1000 鄂州 2000
中岳嵩山 300（含道士） 洪州 5000
西岳华山 100（含道士） 庐州 1000
罗、浮二山 100 衡州 200
幽州 10000 潭州 10000
定州 3000 荆南 1000
镇州 7000 郴州 100
邢州 2000 襄州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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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所列有僧人数量的州一共 17 个， 是幽
州、定州、镇州、邢州、邺都、沧州、舒州、黄州、蕲
州、鄂州、洪州、庐州、衡州、潭州、荆州、郴州、襄
州。另外还有五台山、抱腹山等 9座佛教名山也有
僧尼人口的记载。 这样有僧尼人口记载的州与佛
教名山一共有 26个。
郑炳林先生通过对 S.529v 《诸山圣迹志》中

邺都、汴州、扬州以及庐州张相公、江西钟令公等
地名与人名的考证，得出 S.529v的成书年代在后
唐时期（923—936）［7］。 这表明 S.529v文书中记载
的僧尼人口的数字跟曹议金任归义军节度使时期

（914—935）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为同一时期。 这
一时期敦煌地区僧尼人口的记载约为 1500—
1600 人，我们应当以这一时期敦煌地区的僧尼人
口与中原其他地区进行比较， 这样得出的结论应
该更加可靠。
在 S.529v有记载的 17个州及 9 座佛教名山

中，僧尼人口在 1000 多人的一共有 7 个，这表明
约有 7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跟同一时期敦煌地区大

体相当。 僧尼人口超过 2000人的州有 9 个，加上
五台山一共有 10个， 也就是说有 10 个地区的僧
尼人口要高于同一时期的敦煌。 其中有 7 个超过
3000 人（含五台山），这说明有 7 个地区的僧尼人
口是敦煌地区的 2 倍以上。 超过 5000 人的有 5
个， 这说明有 5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超过敦煌地区
3 倍以上。 超过 7000 人的有 4 个，这说明有 4 个
地区的僧尼人口超过敦煌地区的 4倍以上。 达到
10000 人有两个， 它们是北方的幽州和南方的潭
州， 这两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超过敦煌地区的 6 倍
以上（表 2）。

从表 2不难看出， 僧尼人口高于敦煌地区的
个数（10）要多于低于敦煌地区的个数（9），另外还
有几个地区的僧尼人口要高出敦煌地区 2—6 倍
不等。应当指出，S.529v《诸山圣迹志》中还有许多
没有记载或因文书残缺而丢失的地区， 它们中的
一些地区僧尼人口也会高于敦煌地区，如长安、洛

阳 、 开封等大都会 ， 它们的僧尼人口估计在
5000—10000 之间， 超出敦煌地区若干倍当毫无
疑问。 另外，上述 26个地区僧尼总人口加起来接
近 40000人， 平均每一地区有僧尼 1520 多人，这
一数字跟同一时期敦煌地区的几乎相同， 说明敦
煌地区僧尼人口充其量也只能与全国平均水平相

当。

三 敦煌总的人口规模制约了敦煌

僧尼人口的进一步增长

从吐蕃初期的 300多人增加到归义军后期的

2000 人左右，晚唐五代时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呈
现快速增长趋势。然而与全国其他地区比较而言，
敦煌地区僧尼人口在规模上并不占优势， 当时全
国至少有十几个地区的僧尼人口多于敦煌， 有的
甚至超出好多倍。 那么是什么原因限制了敦煌地
区僧尼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呢？ 敦煌地区的僧尼人
口为何不能跻身全国前列呢？ 我认为关键的是敦
煌地区总的人口规模限制了这一地区僧尼人口的

规模，从而使其不可能跻身全国前列。
敦煌偏居河西一隅， 向来就是人口稀少的地

区， 它的人口规模历来就比较小。 隋大业五年
（609） 敦煌总人口为 40217人，《旧唐书·地理志》
记载唐开元二十八年（740）敦煌人口为 16250 人，
不及隋大业五年的一半。 《通典》记载敦煌唐天宝
年间的人口是 32234人， 这个数字几乎是开元末
期的两倍。 《通典》关于人口的数字大约是天宝十
三年的统计， 在短短的十几年中敦煌人口能否翻
上一番，值得怀疑，即便以《通典》记载的 32234 人
来看，它也没有达到隋代大业五年的水平。然而同
一时期， 全国其他州郡的人口普遍要比敦煌多得
多（表 3）。
表 3 所列为敦煌（沙州）及 S.529v 文书中载

有僧尼人口的 17个州郡在唐天宝时期的人口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 17个州郡总人口都比敦煌地
区多 ， 其中人口最多的沧州 （户 118678，口
702300）户数是敦煌户数（6395）的 18.5 倍，口数
是敦煌（32234）的近 22倍，而人口最少的黄州（户
14787，口 84182）户数是敦煌的 2.3 倍，口数是敦
煌的 2.6倍。显然，天宝时期敦煌人口数在全国是
非常少的。
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人口没有确切记

表 2 僧尼人口比敦煌地区高、低或成倍数的地区个数表

低于

敦煌

的个数

相当于

敦煌的

个数

高于

敦煌

的个数

是敦煌

两倍

的个数

是敦煌

三倍

的个数

是敦煌

四倍

的个数

是敦煌

六倍

的个数

9 7 10 7 5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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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根据郑炳林先生估计，敦煌当时人口大约在三
四万左右。同一时期的中原及南方经过长期战乱，
人口普遍大幅度减少， 而河北与中原地区各个州
郡的人口减少尤其严重。 由于这一时期各州人口
史籍也缺乏记载，我们无法与敦煌进行精确比较，
但上述 17州人口数仍然要大于敦煌的。
总之，敦煌地区人口过少，限制了僧尼人口的

进一步增长。 尽管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僧尼人口呈
现快速增长趋势， 尽管敦煌僧尼人口在当地总人
口中所占比重很大，但终因其人口总体太少，限制
了僧尼人口的规模， 因而使其僧尼人口总量无法
跻身全国前列。
敦煌人口总体过少， 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和

周边政治环境有着直接关系。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
最西端，属于内陆沙漠地区，气候干旱，降水稀少，
农业生产全靠灌溉维持，是典型的绿洲农业区。尽
管敦煌面积不算太小（约 30000 平方千米），但大
部分地区是沙漠与戈壁， 能够利用河水灌溉的绿
洲面积大约只有 30多平方千米，仅相当于总面积
的千分之一。 在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不太发达的中
古社会，在 30多平方千米的绿洲上能承载三四万
人口，几乎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地理环境
与自然条件限制了敦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另外，
从周边政治环境上讲， 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基本
上处于被孤立、被包围的状态，它的四周有吐蕃、
回鹘等少数民族割据政权。 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
甘州回鹘，成为敦煌与中原交往途中的巨大障碍，
这一时期敦煌与中原的联系与交往大大减少。 一
方面， 此时敦煌已经无法像五凉时期接收到中原
避难的移民而增加人口；另一方面，此时敦煌已经
不能像隋唐统一承平时期那样得到中央政府的积

极开发以及有组织的屯垦移民而增加人口。总之，

两种形式的移民活动在晚唐五代的敦煌已完全停

止， 没有中原移民的迁入而使人口在较短时间内
有较大增长是不可能的。

四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在全国的地位

以上通过敦煌与全国其他地区僧尼人口的比

较以及限制其僧尼人口进一步增长原因的分析，
我们发现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僧尼人口总量

在全国不占优势， 它缺乏成为一个全国性佛教中
心或佛教重要地区的必备条件， 因此从僧尼人口
总量这一角度看， 敦煌佛教在当时全国并不占重
要地位，它只是全国佛教中的一个普通地区而已。
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区， 不仅其僧尼人口总量

在全国范围内不占优势， 而且所出高僧数量也远
远落后于全国水平。根据李映辉的统计，唐代前期
与后期， 陇右道所出高僧人数分别为 13 人与 7
人，在全国 10道中两次都排名倒数第二。 且在前
期的 13人与后期的 7人中，都没有敦煌高僧的名
字［8］。 《高僧传》的记载中不再出现敦煌僧人的名
字，这跟隋唐以前状况大相径庭。根据严耕望先生
的统计，东晋时敦煌籍高僧有 2人，南北朝时敦煌
籍高僧有 3 人，这在全国各州中处于较高水平 ［9］。
另外， 此时敦煌地区已经不再向中原地区输送佛
经，相反，敦煌还要不断地从中原王朝那里迎请短
缺的佛经［10］。
事实上，自从北魏灭了北凉后，包括敦煌在内

的整个河西佛教在全国佛教中的重要地位就急剧

下降。《魏书·释老志》载：“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
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渐矣。”［11］凉州

发达的佛教文化经过这次劫掠式的迁移后， 元气
大伤，而中原佛教却由于凉州血液的注入，更加迅

表 3 唐天宝年间敦煌及全国部分地区人口表

地区 沙州 幽州 定州 镇州 邢州 邺都 沧州 舒州 襄州

户数 6395 70906 76600 53500 67660 109450 118678 35524 46050

口数 32234 390585 477206 317717 462780 590196 702300 161040 231400

地区 黄州 蕲州 鄂州 洪州 庐州 衡州 潭州 荆州 郴州

户数 14787 25620 19417 57117 38339 34330 32226 28932 27990

口数 84182 170198 113000 361320 177934 197530 146600 137054 174130

资料来源：《通典》卷 17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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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地发展起来， 洛阳与长安很快成为全国最大的
两个佛教文化中心。殆及隋唐，随着大一统国家的
建立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佛教也在全国范围
内繁荣起来。 此时敦煌佛教也呈现发展繁荣的态
势，但它没能恢复到五凉时的那种盛况。此时敦煌
佛教在全国佛教中的地位已不能与五凉时期相提

并论了。 公元 8世纪后半期， 河西渐次被吐蕃占
领，公元 781年，敦煌也最后陷入吐蕃。 在此后长
达 200多年的时间里， 敦煌长期处于独立割据的
状态。在此期间，敦煌佛教不仅与中原的联系大大
减少， 即便与其周边各政权在佛教文化上的交往
也不太多， 因此敦煌佛教对全国佛教的影响就更
加微弱了。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敦煌气势恢弘、 经济发

达、文化昌盛、道路畅通、东西交往频繁，但这只是
唐朝前期以及以前的景象。事实上，自安史之乱后
不久，河西已不复为唐所有，因此丝绸之路上的经
济文化交流也大大地减少， 即便是后来被视为中
央藩镇的敦煌归义军政权， 与中原的交往也困难
重重。这一时期，尽管敦煌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仍不
绝如缕，但由于地隔悬远，河西一路又有甘州回鹘
与其他政权的阻隔以及盗寇抄略， 出使中原的道
路显得异常艰辛。与沙州相邻的甘州回鹘，与归义
军政权的关系时好时坏。二政权关系交恶时，双方
争夺地盘的战争不断，盗寇的抄略更加猖獗，沙州
出使中原的道路几乎被完全割断； 即便是两个政
权关系正常时， 也常有沙州前往中原的使者在甘
州遇害的事件发生，因此甘州被视为畏途。与中原
交往大大减少， 使得敦煌佛教对全国的影响也明
显减小，因此，它在全国佛教中的地位自然而然地
降低了。
晚唐五代时期敦煌佛教不仅对全国佛教的影

响下降， 甚至其在整个河西地区的影响也非常有
限。张氏归义军前期，随着驱逐吐蕃的一系列军事
胜利，归义军向东攻取了肃、甘、凉等地，从而掩有
整个河西地区， 此时敦煌佛教的影响尚能覆盖整
个河西走廊。 然而这种盛况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
时间，其后不久，随着甘州与西州两支回鹘力量的
在其东、西两面的崛起，归义军逐渐丧失了上述曾
经占领的地区， 其政权所辖的范围此后长期只限
于瓜、沙二州，因此，张氏归义军后期以及以后的
曹氏归义军时期的佛教影响，也仅限上述二州。前
田正明指出：“这样， 八世纪后半期及九世纪的河

西并非是一个统一集中的地区， 而是各州处于分
立的状态，因此，河西的某一地区不可能是该地区
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 也就是
说，当我们将河西作为一个地区来看待时，应该强
调这一地区有其独特的地区性特色。 即自河西陷
末于吐蕃迄九世纪后半期这段时间内根本不存在

所谓的河西的核心地区。”［12］前田正名的这个观点

很有见地， 不过敦煌一地处于分立状态不止于 9
世纪，事实上它一直延续到 11 世纪初期，直到西
夏占领为止。 既然河西各州在 8世纪后半期到 11
世纪初由于各自分立而没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 那么敦煌就谈不上是整个河西地区的佛
教文化中心， 因此就更谈不上成为全国性的佛文
化中心， 充其量它只是瓜、 沙二州的佛教文化中
心。 既然当时的敦煌不能作为整个河西地区的佛
教中心，更不能作为全国的一个佛教中心，那么它
的佛教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占重要地位， 就佛教而
言，它只是全国很普通的一个州、一个地区而已。
尽管这一时期敦煌地区僧尼人口呈现不断增

长的趋势， 敦煌僧尼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与全
国其他地区比较也相对较高， 同时开凿石窟的斧
斤之声在三危山的空谷中连绵回响， 从总体上看
此时敦煌的佛教还呈现出一片热闹繁荣的景象，
但它对国内其他地区佛教的影响甚微， 此时的敦
煌不再是全国的一个佛教中心， 也无法与五凉时
期在全国的地位同日而语。

五 造成对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

地位认识过高的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 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佛
教，对当时全国佛教的影响甚微，它在当时全国佛
教界也没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在现代人心目中，
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佛教却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

重要地位。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
下三点：
1.敦煌文献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兴起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个偶然的机会，敦
煌莫高窟第 17 窟中发现了封存近千年的六朝、
隋、唐以至宋初的写本、课本以及各类文物五万多
件。 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历史、宗教、经济、政
治、军事、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建筑、艺
术、科学技术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的许多方面。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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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刻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除了汉文外，还有古藏
文、回鹘文、粟特文、巴利文、梵文等。 这些文书对
于研究我国乃至中亚、 印度等地古代的历史、宗
教、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
学、建筑、艺术、科学技术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等都
有着巨大的文献价值，它与甲骨文、秦汉简牍、明
清大内档案并成为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

现。 敦煌文书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 引来了外国
“探险家”的觊觎，英、法、日、俄等国的“探险家”接
踵而至， 他们将数万件精美文书和绢画等掠往国
外。
随着大量敦煌文书流散到世界各地，英、法、

德、日、俄等国的学者以及中国本土的学者开始利
用敦煌文书进行中国及中亚等地古代社会的历

史、宗教、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民俗、语言、文
字、文学、建筑、艺术、科技、交通等的研究，一门新
兴的学科———敦煌学遂应运而生了。 随着敦煌文
献发现以及敦煌学的诞生， 敦煌的名字传遍了全
国，响遍了世界。 时至今日，敦煌学的发展已经历
了整整一个世纪，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深
度也越来越深， 敦煌学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
显学。
2.莫高窟的艺术价值

莫高窟开凿于敦煌市东南 25km 鸣沙山东侧

的断崖上，面临大泉河，与三危山隔河相望，现存
洞窟 492 个。 整个莫高窟现保存有 4 至 14 世纪
1000 多年间的壁画 45000m2，彩塑 2400 多身。 它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延续时间最
长的佛教艺术宝库。关于莫高窟的艺术价值，无论
从宏观还是微观， 论述的著作和文章可以说是汗
牛充栋，在此无须赘言。正是由于莫高窟拥有的巨
大艺术价值， 使它成为中外游客心目中的旅游胜
地，也成为佛教徒与一般信众心目中的佛教圣地。
早在 1987年，莫高窟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它现在每年吸引数十万中外
游客前往游览观光。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莫高窟有巨大的艺术价

值，但它是 4至 14世纪 1000多年间的积累。它不
仅仅是晚唐五代的作品， 晚唐五代的作品只是其
中的一小部分。 况且莫高窟中的壁画、雕塑精品，
大多集中在盛唐以前。 晚唐五代的作品大多走向
程式化，远远赶不上盛唐以前的水平。另外就全国
而言，当时各地都在寺院、石窟中绘制壁画、雕凿

塑像。 在莫高窟绘制莫高窟壁画、雕凿塑像的人，
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画匠、泥塑匠，而当时中原地
区寺院、 石窟中的壁画与雕塑， 不乏名家的大手
笔。 中原地区雕塑与壁画的杰作，在张彦远的《历
代名画记》中多有记载，只是这些作品中的绝大多
数因为政治运动（如三武灭佛）、战争、风雨侵蚀等
而没有保存下来。
3. 盛唐以前敦煌佛教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的影响

敦煌地邻西域， 是汉地接受佛教最早的地区
之一。 《魏书·释老志》载：“凉州自张轨以后，世信
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
多有塔寺。 ”［11］由于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凡是天
竺、西域来内地传教的高僧，河西、中原往西域、天
竺求法的行者，无不途经或驻锡敦煌。敦煌的佛教
不仅起步早、发展快，而且在隋唐以前就已经取得
了很高的成就。 自西晋以降，敦煌就名僧辈出，如
敦煌菩萨竺法护、于道邃、单道开、竺昙猷、释道
法、释法颖、释超辩、释慧远等都驰誉一时。西晋至
十六国时期，敦煌曾一度设立译场，翻译佛典。 莫
高窟不仅开凿年代早、规模大，而且艺术精湛。 因
此，从西晋至十六国时期，敦煌佛教在全国佛教中
占有重要地位。
总之， 由于敦煌文书的发现与敦煌学研究的

蓬勃兴起，使敦煌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
由于敦煌文献中绝大部分是佛教文献， 所以对敦
煌佛教的研究成为敦煌学研究中非常重要领域。
又由于莫高窟较为完好地保存了 1000 多年来敦

煌佛教艺术作品，使其成为佛教艺术的宝库。将敦
煌佛教文献与莫高窟佛教艺术研究结合起来，能
够反映出中古敦煌佛教生活的丰富场景， 再加上
隋唐以前敦煌佛教在全国本来就有相当的影响与

地位， 所以晚唐五代的敦煌佛教的影响在世人心
目中就被无限地放大了，同时，它在全国佛教中的
地位也就被无形地抬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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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义军史事考论》出版

归义军史一向是敦煌学研究的重点。 由于资料残缺，要系统研究归义军史则困难重重，所以研究者
单篇论文居多，专著甚少。 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赵贞《归义军史事考论》一书。 全书共 6
章 28万字，对归义军及相关史事进行详细研究，主要包括归义军时期的押衙与鸟形押（第二章）、归义军
时期的城坊与赛神（第三章）、归义军时期的灵州道（第四、五、六章）等三方面内容。 （陈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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